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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鉴于乡村的资源积累相对薄弱，利用特色品牌建设来吸引利益相关者的资

源投入已经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将乡村视为品牌社群，运用最优区分理论，以贵州省榕江县

“村超”带动乡村发展的实例为切入点，深入探究乡村如何凭借品牌身份构建来动员利益相关者资源投入的机

制逻辑。具体而言，欠发达乡村可以通过两种身份区分机制——内化式平衡与外衍式平衡，逐步强化对内外部

利益相关者的资源动员效果。一方面，通过内化式平衡，乡村能够重新凝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培育出具

有地方特色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借助外衍式平衡，乡村进一步整合外部利益相关者，吸引并汇聚优质资

源，携手推进核心竞争力的深度开发，进而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持久的发展活力。此发现不仅为乡村振兴战略提

供了微观关系战略层面的实践启示，同时也拓宽了身份构建理论与最优区分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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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生活的根基（王露璐，2021），其全面发展对于实现

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具有深远的实践价值（叶兴庆，2021）。根据资源基础观，优质且不可替代的

资源是地区有序发展的基础（巴尼，1991）。在社会资源交换体系中，不同地区对掌握关键资源的利益相关者

的吸引力，直接决定了其能获取多少资源，进而影响其发展的效率（巴尼，2018；贝蒂纳齐、佐洛，2017）。

与那些天生具备强大品牌效应，能够轻松吸引各类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城市相比，大多数欠发达乡村往往因

为缺乏显著的开发价值，既难以吸引外部资源的流入，又面临自身资源不断外流的困境（吴彬等，2022）。因此，

乡村发展战略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有效维系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为留住并吸引优质资源奠定坚实

基础。首先，从内部利益相关者关系来看，乡村特色核心竞争力的塑造离不开本地群众的积极参与。这种能力

的构建深深植根于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之中，而本地群众因长期浸润于本土文化，成为将文化精髓融入本地

特色产品或服务的核心力量。然而，随着乡村“空心化”加剧和本土情感纽带的削弱，以及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凝

聚力减弱，导致难以激发本地群众的参与热情，进而阻碍了特色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苏毅清等，2020；徐凤增等，

2021）。其次，乡村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注入。乡村特色的核心竞争力是其与外部利益相

关者建立联系并促进资源交换的基础。但许多乡村因特色过于鲜明而缺乏普适性，其价值难以被外界充分认

知与接纳，从而难以吸引足够的资本和互补性资源，限制了优质本土资源的增值与影响力扩散（王晓毅、阿妮

尔，2022）。上述两大问题分别涉及乡村内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资源动员，均需要通过一套微观的关系战略

机制来解决。然而，当前乡村振兴的研究大多从被动的视角出发，探讨政策、体制、制度等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

（王禹澔，2022；孙晓勇，2023；王丹利、陆铭，2020；贾男、王赫，2022；苏毅清等，2020；平卫英等，2021；罗良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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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龚斌磊等，2023），从主动视角关注乡村通过拟定利益相关者关系战略获取资源并实现发展的机制研究相

对较少（徐凤增等，2021；李新春等，2016），尚未能就此提供一套系统性的理论框架。

薄弱的资源基础决定了乡村的发展必须聚焦于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建设（朱竑等，2023）。乡村组织可以

被视作一个品牌社群，它可以通过构建和运营独特的品牌身份，有效聚合内外部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从而在有

限的成本投入下，实现资源价值开发最大化（穆尼兹二世、奥吉恩，2001；福尔尼耶、李，2009；克里斯塔尔等，

2020）。首先，从内部集体层面来看，品牌身份能够加深作为乡村天然社群成员的本土群众的情感联结；其次，

从外部交互层面分析，具有商业价值的品牌身份作为优质信号，能降低交易成本，吸引外部利益相关者加入品

牌社群，促进乡村内外部的资源动员（布鲁姆等，2021；梅尔等，2020）。本文根据品牌身份对内和对外的双重

属性，将其划分为集体面和社会面两个维度。集体面维度体现了品牌社群成员对共同使命和归属感的认知

（门德等，2021），是内部成员对集体形象的主观理解，影响着社群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形成（库阿梅等，2022）；社

会面维度则反映了行为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与权限（乔治等，2016），是外界对行为人所属集体形象的主观

印象，影响着集体与外界的资源交换效率（法拉吉-拉德等，2021）。同时，品牌身份的集体面与社会面紧密相

连，集体面是社会面的基础，而社会面又会反作用于集体面的塑造（费孝通，1948；埃利斯、伊贝玛，2010；乔亚

等，2013）。因此，探索品牌身份在集体面与社会面之间的协同演化，为乡村社群的品牌身份重构提供了有益

思路（帕特瓦尔丹等，2015）。然而，现有关于身份建构的研究对品牌身份在这两个维度间的协同演化机制尚

缺乏深入探讨。

最优区分理论为深入解析复杂的协同演化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它强调的“合法性”与“独特性”之

间的平衡机制（郭海等，2020；苏等，2023；赵等，2017），非常适用于探究乡村品牌身份建构过程中的矛盾平衡

问题。针对当前中国乡村普遍面临的内部凝聚力缺失与外部关注度不足的现状，品牌身份在“对内”与“对外”

两个维度上均可发挥关键作用。首先，针对“对内”集体凝聚力涣散的问题，乡村可通过品牌身份集体面的构

建，平衡“合法性”与“独特性”，重新凝聚乡村群众，进而塑造乡村的核心竞争力。反之，本地群众很难被凝聚

起来，核心竞争力难以形成。其次，在“对外”吸引利益相关者方面，乡村可借助品牌身份社会面的塑造，同样

通过平衡“合法性”与“独特性”，吸引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与投入，不断挖掘并提升乡村核心竞争力，以期带

动本地产业与经济的繁荣发展。反之，乡村很难获得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和资源投入。然而，目前在最优

区分理论框架下，品牌身份集体面与社会面的实现机制研究尚不充分，难以直接为本文研究问题的解决提供

指导。

综上所述，本文聚焦“如何有效管理乡村内外部关键利益相关者关系，激发乡村振兴活力”这一核心问题，

通过身份建构理论搭建框架，以最优区分理论为分析工具，结合贵州“村超”案例，揭示了欠发达乡村通过身份

重塑实现全面振兴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榕江县围绕“足球”这一特色品牌资产的最优区分策略重构乡村的

品牌身份，从而凝聚本土力量和吸引外部资源，最终推动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发现既丰富了乡村通

过主动拟定关系战略进而实现振兴的理论框架，也扩展了身份建构与最优区分理论的应用情境。

二、文献综述

（一）品牌身份建构视域下的乡村振兴

国家的有序发展不能忽视乡村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

（王露璐，2021；叶兴庆，2021；甘犁等，2021）。但是，随着工业经济的深入发展，城乡差距逐渐扩大（杨灿明，

2021）。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使优质资源集中，而乡村不仅难以获取这些资源，还面临资源流失的困境（巴尼，

1991；陈锡文，2024）。在此背景下，打造核心竞争力和品牌效应对乡村吸引关键利益相关者并获取优质资源

至关重要（巴尼，2018；贝蒂纳齐、佐洛，2017）。

在物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高效管理本地人力资源是乡村激发有限资源价值、构筑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郑

方辉，2023；徐凤增等，2021）。自古以来，基于乡土情感的身份认同感一直是中国人集体行动的重要动力（费

乡村品牌身份重构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农业·农村·农民

-- 94



《管理世界》

2025年第 3期
孝通，1948）。然而，随着城市化加速，大量拥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流动（秦

中春，2020），导致居住地与户籍地分离，村庄空心化问题愈发严重（叶兴庆，2021）。这一现象进一步削弱了乡

土社会的血缘和地缘联系，乡村居民与乡土的情感纽带逐渐淡化，农村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快速转

型（韩俊，2018；王露璐，2021）。空心化及情感联系的弱化，导致本地人才流失，公共事务无人问津，核心竞争

力难以形成（苏毅清等，2020；徐凤增等，2021）。核心竞争力的缺乏进一步阻碍了优质资源的引入，并加剧资

源外流，最终陷入难以发展的恶性循环（王晓毅、阿妮尔，2022）。

品牌作为乡村向本土群众和外部世界传递价值的有力信号，对于乡村重新凝聚内部集体行动和吸引外部

优质资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厄尔德姆等，2006；阿卡尔等，2021）。从这个角度来看，乡村也可以被视为一

个具有特定品牌身份认同的品牌社群（穆尼兹二世、奥吉恩，2001；赫等，2012）。品牌社群是以某一品牌为中

心，由品牌使用者、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基于社会关系构建的专门化虚拟社区（穆尼兹二世、奥吉恩，

2001；达西尔韦拉等，2013）。这些利益相关者间基于对品牌的情感和利益形成对自身和彼此的身份认同（朴、

约翰，2014；埃普等，2008）。同时，为了强化成员对品牌的归属感，并吸纳更多的成员，社群内的利益相关者会

组织起来，通过组织内部认可的仪式与活动，形成对品牌的崇拜和忠诚（伯杰等，2007；赫等，2012；达西尔韦拉

等，2013）。这些对品牌社群的延续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仪式和活动，并不总是由品牌所有者或管理者发

起。而往往是在品牌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后，由社群中的利益相关者自发组织形成（穆尼兹二世、奥吉恩，

2001；莫哈特等，2009）。因此，成功的品牌社群，往往可以通过激发利益相关者之间自发、团结的行动，来实现

低成本的高质量发展（莫哈特，2009；绍等，2009；埃萨姆里等，2019）。

品牌身份是驱动品牌社群中利益相关者团结和行动的核心机制（赫等，2012）。品牌身份不仅为品牌社群

成员间的集体认同感提供了具象化的联系纽带，还基于社群成员对维护和提升品牌身份形象的诉求，驱动他

们采取自发行动（陈等，2012）。品牌身份是品牌社群成员基于共同认可的品牌所形成的一种对自我、所在群

体特征和其他群体之间关系的共同想象，用以树立一种积极的品牌形象（克里斯塔尔等，2020）。这种身份主

要具有两方面功能：一方面，良性的品牌身份可以发出积极的信号，对社群成员形成感召力，指引他们为自身

的品牌身份感到自豪并产生团结一致主动维护品牌身份的行动力（博林格等，2018）；另一方面，优质的品牌身

份还可以对外发送积极的价值信号，降低与外界合作的交易成本，有效促进内外部的价值和机会共创（李晗

冰、王志涛，2022；潘等，2019）。因此，有效的品牌身份构建活动不仅能将乡村塑造为有强大凝聚力和驱动力

的品牌社群，还能通过提升本土群众对乡村品牌身份的认同感和荣誉感，重塑逐渐减弱的乡村情感联系（拉瓦

西等，2019），同时，这种品牌身份还能作为一种有力的信号，吸引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认可，进而引进优质资源

（苏郁锋、周翔，2023；梅尔等，2020）。综上，品牌身份是凝聚乡村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重要非经济要素（费孝

通，1948），在资源稀缺背景下探索其构建机制对提升乡村振兴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王露璐，

2021；李晗冰、王志涛，2022）。

综上所述，虽然乡村主动拟定利益相关者关系战略对于塑造乡村核心竞争力和品牌价值，从而吸引关键

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投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现有乡村振兴研究主要从外生性的扶贫政策（王禹澔，

2022；贾男、王赫，2022；平卫英等，2021；罗良清等，2022）、公共品提供（王丹利、陆铭，2020）、管理体制改革（龚

斌磊等，2023）和土地制度改革（孙晓勇，2023；苏毅清等，2020）等要素出发，考察外部宏观政策和制度机制对

乡村发展的推动作用，从乡村利益相关者关系战略的视角考察乡村产业发展内生性动力形成的研究较少（徐

凤增等，2021；李新春等，2016）。

（二）品牌身份构建的过程研究

品牌身份构建是指品牌社群成员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为了获得认同感和权力，通过参与品牌事务对自我

的目标、角色、群体归属和社会形象进行探索、修改、完善的过程（穆尼兹二世、奥吉恩，2001；福尔尼耶、李，

2009；唐慧洁等，2023），是一种复杂开放性组织的有效关系战略机制（安特比、莫尔纳尔，2012）。进一步而言，

品牌身份根据其影响的群体不同，可以分为集体面和社会面两个维度：首先，品牌身份的集体面是品牌社群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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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成员对于自我定位和群体归属的认知（门德等，2021；库阿梅等，2022）；其次，品牌身份的社会面则代表了品

牌社群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于品牌社群核心成员的角色和权限的具体认知（法拉吉-拉德等，2021；乔治

等，2016）。同时，品牌身份的集体面和社会面虽然一个对内、一个对外，但不是相互矛盾的关系，二者可以进

行协同和加强，特定品牌社群成员的品牌身份构建往往是集体身份和社会身份协同演化的结果（费孝通，

1948；埃利斯、伊贝玛，2010；乔亚等，2013）。

现有研究分别从集体面和社会面两个视角对组织身份建构的过程展开了一定程度的探讨。首先，从集

体面的角度。乔亚等（2010）认为组织身份集体面的建构主要通过阐明愿景、体验意义空白、参与体验对比

和共识身份趋同 4个阶段，并在此过程中与协商身份主张、实现最佳独特性、采取边缘行动和吸收合法化反

馈 4个重复过程进行交互逐步形成。拉瓦西等（2019）则揭示了借助物质记忆来建构组织身份集体面的过

程，即行为人基于历史文物所蕴含的文化价值，通过身份认同管理、身份认同传播和遗产挖掘 3个过程，来

推动组织成员们参与特定的身份建构活动，进而对组织产生身份认同。唐慧洁等（2023）围绕组织成员如何

通过组织身份集体面的建构与演进解决组织创新探索与开发之间的悖论，提出了角色同化、角色分离、角色

整合、角色脱离等 4种身份构建的形态。其次，在组织身份的社会面构建方面。阿什福斯等（2016）认为组织

身份的社会面建构是在身份动机驱动下受组织意义赋予和意义建构的影响，在社会有效范围内进行意义建

构、身份制定、构建身份叙事，从而在社会中树立特定的组织形象的过程。李纯青等（2022）则围绕企业如何

构建受外部利益相关者认可的组织身份的社会面角度，提出了高受控、平等和交互等 6种身份构建的关键

要素。

上述研究虽然分别围绕组织身份的集体面和社会面建构的细节，对这两种维度下的组织身份建构机制展

开了广泛的讨论。但是，当前研究大多孤立地聚焦于集体身份或社会身份的构建，缺乏对二者协同机制的深

入探讨（戴维斯等，2019）。同时，聚焦品牌身份这一特定组织身份构建的讨论则更为稀缺。因此，为了更好地

理解乡村振兴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品牌身份构建机制，其集体面和社会面之间的协同演化机制还有待进一步

考察。

（三）基于最优区分的品牌身份构建策略

最优区分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独特性悖论”，该悖论认为组织虽然不断强调文化独特性，但是组织内部

依旧存在着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赵等，2017；赵等，2018）。基于该思想，最优区分理论在心理

学领域中被提出，该理论强调个体具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基本人类需求，即“合法性”的需求和“差异化”的需求，

在理想的情况下二者通过相互作用可以达到最佳平衡（郭海等，2020；赵等，2017）。近年来，泰乌舍等（2021）
对最优区分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挑战了独特性必然会抵消合法性实现的潜在假设，并提出独特性可以

成为合法性的来源。苏等（2023）则进一步发现，“合法性”与“差异化”不是完全相悖的两个维度，所以两者之

间的平衡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零和博弈”，也有可能存在着彼此赋能的协同演化关系。

基于“合法性”与“差异化”之间的平衡，最优区分理论从身份建构的视角为品牌身份建构提供了极佳的理

论分析工具（郭海等，2020；康等，2021）。根据身份建构理论，品牌身份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身份，其构建是一

个社会互动的过程，该过程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个体通过与所属社群之外的群体进行比较，并根据自

身价值观和感性体验，来选择和构建自己的品牌身份认知（布朗，2022）。具体而言，个体在追求通过品牌身份

保持和表达个性的同时，也期望品牌身份能赋予自己一种积极的社会认同感。这两种既矛盾又互补的动机，

激发了行为人参与构建和维持自身品牌身份的热情（史密斯，2022）。与此同时，具有独特性的品牌身份又更

加容易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从而推动具有合法性的品牌身份的形成（托马斯、里塔拉，2022）。

目前，最优区分理论的研究情境主要聚焦在一般意义上的战略制定、产品设计和技术追赶等议题（汉斯，

2019；康等，2021；彭新敏等，2022；苏等，2023；布等，2022）。这些最优区分理论的研究成果为研究身份构建的

过程机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理论启示，但是仍然未能结合身份构建这一具体的研究情境，提供一套经过实证

检验的理论分析框架，用以解析“合法性”和“差异化”之间的交互将会如何影响品牌身份的形成与演化。

乡村品牌身份重构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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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方法选择

本文拟采用归纳式的单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乡村基于品牌身份的利益相关者关系战略实现振兴的过程机

理。首先，本文的研究问题涉及“How”和“Why”类型的问题，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在回答这类问题上具有一定优

势（艾森哈特，1989；艾森哈特、格雷布纳，2007），有利于挖掘该问题背后的规律和展示动态过程（尹，2014）。

其次，相较于多案例，单案例有助于解释某一特定现象背后复杂的机制，反映案例数据内部蕴含的意义，确保

对案例进行深入研究（毛基业、苏芳，2016）。最后，通过归纳式的单案例研究方法，能够把握案例的关键情境

和事件，有助于提炼乡村振兴过程中通过品牌身份构建维系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关键机制。

（二）案例选择

本文遵循理论抽样启发性和典型性原则，选择贵州“村超”事件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艾森哈特，1989）。首

先，榕江县借助贵州“村超”实现乡村的振兴发展。2023年 5月 13日至 7月 29日，榕江县举办榕江（三宝侗寨）

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榕江县依托贵州“村超”这一特色文化 IP，将当地民族文化与体育相结合，让全国了解

榕江当地丰富多彩的文化和体育精神，同时提升榕江村民的文化自信，推动榕江县文化产业的发展。榕江县文

化振兴后，通过贵州“村超”促进当地“文体旅”相结合，实现吃、住、行和娱乐等产业的全面且可持续发展。其

次，品牌身份重构在榕江县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榕江县通过举办贵州“村超”，实现面向内部的

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强化了本土身份认同，凝聚力公共意识，提升了本地区的竞争力。同时榕江县以贵州“村

超”为基础，推动面向外部的品牌身份社会面重构，带动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加盟，引入外部资源，促进乡村的产

业和经济发展。最后，最优区分机制对于榕江县的身份重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足球是榕江地区唯一一项

既被本地群众深刻认同，又在外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符号。榕江县正是抓住“足球”的这一内外兼容的文

化特质，在身份重构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差异性和合法性的动态平衡，实现最优区分。

一方面，在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阶段（20世纪 40年代起至 2021年前后），榕江村民对自我身份进行更新，形成新

的身份特征并增强身份认同，同时保持社会身份的合法性，使大众能够普遍认可和喜爱榕江村民的新身份。另

一方面，在品牌身份社会面重构阶段（大约从 2021年开始），榕江村民对社会身份进行了创新，从利益相关者手

中引入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源，同时保持自我身份的合法性，推动可持续发展。榕江县基于贵州“村超”实现品牌

身份演化过程中的关键事件进程如图 1所示。

（三）数据采集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在一手数据方面。本文分别对榕江县内外部的利益相关者进

行了访谈。针对内部利益者，本文对县委的 2位领导、贵州“村超”活动的 6位相关组织人员和作为球员、裁判、

啦啦队员等参与贵州“村超”各类活动的 8位榕江县群众进行了深度访谈，每位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针对外部利益相关者，本文对榕江县周边酒店老板、受贵州“村超”吸引前往榕江投资的餐饮业老板、对

图 1 榕江县基于贵州“村超”实现品牌身份演化的关键事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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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帮扶城市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的经办人等 5位访谈对象进行访谈，总时长约为 130分钟。其次，在二手数据

方面。本文的数据来自 3个渠道：一是以“村超”或“超经济”等关键词，搭配“特色 IP”“乡村振兴”“身份重构”

等关键词进行检索，整理了包括人民网、凤凰网和搜狐网等媒体对榕江县的新闻报道；二是通过榕江县人民政

府网和贵州省人民政府网收集了榕江县《政府工作报告》等资料；三是通过百度、搜狗等搜索引擎以及知乎等

内容创作平台，补充案例相关的信息、资讯与评论。本文主要数据来源如表 1所示。

（四）数据分析

单案例研究要求对现象进行系统性的概念化编码（周翔等，2023）。本文采取结构化分析数据的方式对数

据进行三级编码，通过一阶分析和二阶分析，最终形成聚合维度。首先，对数据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以赋予标

签，构建出一阶概念。根据数据的陈述“车江二村队长石世毕因为在一场榕江‘村超’比赛中踢出 C罗式‘电梯

球’而被广大网友关注，被誉为‘村超 C罗’”，得到“模仿成功定位”这个一阶概念。以此类推，得出诸如“探索

集体使命”、“重塑个人目标”和“设计行为规范”等一阶概念，响应了阿什福斯等（2016）的研究倡议，对身份在

组织中产生影响的机制和维度展开了更加细致的描述。其次，对这些一阶概念进行归类和抽象化，形成二阶

主题。具体而言，将“模仿成功定位”“复制有效连接”和“沿用既定边界”归纳为“品牌身份社会面模仿”，将“开

发集体使命”与“衍生个人目标”和“细化行为规范”归纳为“品牌身份集体面泛化”。以此类推，得出诸如“品牌

身份集体面更新”和“品牌身份社会面重构”等二阶主题，从而揭示出一个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的乡村品牌身

份的形成，往往是品牌身份集体面和品牌身份社会面协同演化的过程（费孝通，1948；厄尔蒂穆尔、科斯库内

尔-巴利，2021）。最后，本文对上述二阶主题进一步归纳，通过厘清二阶主题的边界以及对具有相似性的二阶

主题进行维度聚合，形成聚合维度。如将“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品牌身份社会面模仿”聚合为“内化式平

衡”这一聚合维度。以此类推，得出“内化式平衡”、“外衍式平衡”等聚合维度，从身份建构的情境拓展了最优

区分理论的分析框架（赵等，2017；彭新敏等，2022；苏等，2023）。通过数据编码与分析，本文将榕江县从文化

振兴到全面振兴的过程归纳为如图 2所示的数据结构。

本文采取相应方法来保障案例分析的信度和效度。一是在信度方面，本文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采用“三

角互证”的原则，保证每一个构念都有至少 3个独立的信息来源佐证（周翔等，2018）。团队成员同时进行原始

表 1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

数据类型

一手数据

二手数据

数据来源

榕江县委相关领导

“村超”相关组织人员

榕江县各村村民

外部利益相关者

新闻网站

政府官网
搜索引擎和内容创作平台

素材获取

榕江县足球文化的起源、发展“村超”相关的历程、组织机制、保障措施、制度基础、
成效及未来展望等。

“村超”的赛制、特色活动，烘托气氛的手段、组织机制、参与者的构成、激励机制、取
得的效果和未来展望等。

村民对于“村超”的感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村超”带来的影响等。

榕江县周边酒店老板的经营感受、受“村超”吸引前往榕江投资的老板的经营感受
及预期、对口帮扶城市佛山市发改局经办人对于榕江县发展状况的看法等。

贵州“村超”发展历程、榕江县产业的发展、榕江县的文体方面竞争力、榕江村民的
观念转变等。

榕江县产业规章制度、榕江县促进条例等。
贵州“村超”发展历程、榕江县城市的升级换代过程、榕江县乡村振兴的演进等。

数量

2人
6人
8人
5人
20人
6人
10人

时长

80分钟

180分钟

200分钟

130分钟

—

—
—

字数

2.5万
5.1万
5.2万
3.9万
6.3万
1.4万
4.2万

代码

L1-L2
O1-O6
V1-V8
S1-S5
M1-M20
H1-H6
C1-C10

一阶概念一阶概念 一阶概念一阶概念二阶主题二阶主题 二阶主题二阶主题聚合维度聚合维度 聚合维度聚合维度

模仿成功定位

复制有效连接

沿用既定边界

品牌身份社会面模仿

探索集体使命

重塑个人目标

设计行为规范

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

内化式平衡 外衍式平衡

品牌身份集体面泛化

品牌身份社会面重构

开发集体使命

衍生个人目标

细化行为规范

创造新的定位

搭建新的连接

延展新的边界

图 2 基于扎根理论的案例分析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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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编码，共同核对编码结果，保留和合并结果类似的编码，对于编码结果不同的条目，则由双方进行充分讨

论，直至达成一致的编码结果。二是在效度方面，本文在数据分析过程中，采用“数据→关系→框架”对反复迭

代的方式进行数据分析，直至达到数据饱和。在模型涌现后，再与相关理论进行反复比对，并邀请相关当事人

对模型进行评价，验证其逻辑合理性。

四、案例发现

榕江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是由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举办的一项乡村足球比赛，简称贵州“村超”。贵州

“村超”是一项融合体育、文化和旅游元素的特色赛事，已成为榕江县的一张文化名片，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品牌。

榕江县足球文化的传承历史悠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足球运动便通过广西大学传入该县。到 20世纪 80年代，

足球的热情已深深植根于每位榕江人的心中，尤其是“要想找工作不愁，就要学会踢足球”这句话，生动体现了这

种影响。如今，足球在榕江县的群众基础广泛，参与人数以万计。特别是在榕江车江三宝侗寨，所有行政村都有

自己的足球队，足球赛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参与”活动。在许多经济欠发达的村镇面临人力资源外流和集体认

同感逐渐弱化的困境时，榕江县通过打造贵州“村超”这一足球文化品牌，成功吸引了流失的人才回流，并重振了

日益弱化的集体认同感。借助集体认同感带来的集体行动，榕江县的足球比赛愈发具有特色，塑造了其新兴的

品牌形象。这一新品牌形象所释放的积极信号，进一步吸引了更多外部关注与资源，为地区发展带来了新机

遇。这个案例展现了一个欠发达乡村如何通过文化振兴重塑内外部身份，促进全面的社会认同与关注，进而推

动资源集聚和乡村振兴的进程。本文以最优区分理论为框架，结合身份建构理论，对这一案例进行理论解构。

具体而言，贵州“村超”作为一个特色文化品牌，通过品牌身份的集体面更新和社会面重构两个阶段，重塑

了榕江县的内外身份认同。首先，乡村品牌身份的集体面是指围绕乡村品牌形成的本土群众的集体身份认

同，其主要作用是重新凝聚本土群众对家乡的集体认同感和荣誉感，并激发他们自发为家乡品牌建设贡献力

量的强烈动机。其次，乡村品牌身份的社会面是指乡村品牌的文化和商业价值所形成的社会形象，其主要作

用是吸引更多利益相关者加入乡村品牌社群，进而为乡村的发展引入更多、更高质量的资源。品牌身份的集

体面和社会面的特点及功能如表 2所示。

（一）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

品牌身份的集体面更新是乡村管理者引导居民围绕特定乡村品牌进行内部身份认同革新的过程，旨在激

发乡村居民对家乡的心理归属感和荣誉感，引导他们回归家乡并积极参与集体事务，从而为特色乡村建设提

供坚实的“内力”。本土人才对本土资源和文化的深刻理解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他们的积极参与能够推动

乡村特色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为乡村品牌的建立提供持续动力。然而，榕江县曾因集体认同感逐渐弱化而面

临本土人才流失的困境。重新塑造本土集体认同感对吸引本土人才回归并建设家乡具有重要价值。

本土集体认同感的弱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本土情感连接的淡化和对本土公共事务的漠视。首先，本

土情感连接的断裂是指个人在情感上与本土的联系缺失。其主要原因是本地人口流失，本地群众因亲友离开

而逐渐对家乡感到陌生。其次，对本土公共事务的漠视是指个人在本土地区缺乏参与意识和责任感。这种漠

视的主要原因在于本地群众普遍生活贫困且缺乏发展希望，导致他们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在自身事务上。

为了有效唤回逐渐弱化的本土集体认同感，榕江县委领导借助贵州“村超”这一特色文化品牌，发起了面向

本地居民的集体身份更新，旨在重振

居民的集体认同感，留住并唤回本土

人才，并激发他们参与家乡建设的积

极性。通过案例分析，本文发现，有

效的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过程主要

在品牌身份的社会面模仿与集体面

更新之间的动态平衡中展开。品牌

表 2 两阶段品牌身份维度的特征与功能

影响对象

边界划定

功能作用

对象类型
对象特征
边界特征

划定原因

作用类型

作用机制

乡村品牌身份的集体面
内部利益相关者（乡村本土群众）
对本土文化有深刻理解
边界清晰
塑造边界清晰的集体身份，提升集体
内部的认同感和荣誉感
激发集体行动

激发本土群众的集体行动，创造兼具
独特性和合法性的本土商品和服务，
为乡村品牌提供实质的能力支撑

乡村品牌身份的社会面
外部利益相关者（投资人、开发商等）
具有高质量的资源和资本
边界模糊
模糊化身份的边界，让更多利益相关者
可以融入乡村的品牌社群
推动资源交换

弘扬乡村品牌价值，吸引外部利益相关
者用高质量资源推动乡村产业的升级
和商业价值优化，持续提升乡村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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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集体面更新相关的编码过程如表 3所示。

1.品牌身份社会面模仿

品牌身份的社会面模仿是指通过借鉴先进社会身份的定位、连接和边界，提升新品牌身份在本地群众心

中的合法性，从而更有效地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家乡建设。具体而言，贵州“村超”通过模仿“英超”等知名足球

超级联赛，增强了本地群众对新本地身份的理解与认同。品牌身份的社会面模仿主要包括 3个维度：模仿成

功定位、复制有效连接和沿用既定边界。

（1）模仿成功定位，是指在贵州“村超”品牌打造过程中，通过借鉴受欢迎的足球联赛品牌来塑造自身的身

份定位，从而加快本地群众对新身份的理解。首先，是名称的定位模仿。从贵州“村超”的“超”字可以看出，榕

江县乡村足球联赛的定位模仿了“英超”或“中超”等知名足球联赛。虽然一个“超”字简单，但内涵丰富，明确

传达了贵州“村超”作为乡村超级足球联赛的意义。其次，是特色元素的定位模仿。贵州“村超”有效复制了其

他优秀联赛中的魅力角色。例如，车江二村队长石世毕因在一场比赛中踢出 C罗式的“电梯球”而受到广大网

友关注，并被誉为“村超 C罗”。通过这样的模仿，贵州“村超”涌现出许多“梅西”和“C罗”，大幅提升了赛事的

话题性和关注度。最后，是规则的定位模仿。贵州“村超”在比赛赛制和规则上借鉴了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
和中国足球协会的相关规定，使受众更容易对比赛进程和精彩时刻形成有针对性的预期。

（2）复制有效连接，是指通过借鉴成功联赛与利益相关者建立的连接方式，重构本地逐渐断裂的社会连

接。首先，贵州“村超”复制了成功联赛的情感连接机制。它沿用“英超”的部分赛制，以村（社区）为单位，采用

表 3 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阶段的典型证据

二阶主题

本土群众
集体凝聚
力缺失

品牌身份
社会面
模仿

品牌身份
集体面
更新

新的集体
身份内化

核心竞争
力塑造

一阶概念

本土情感
连接断裂

本土公共
事务漠视

模仿成功
定位

复制有效
连接

沿用既定
边界

探索集体
使命

重塑个人
目标

设计行为
规范

新的集体
身份内化

核心竞争
力塑造

典型证据援引
……这个地方落后啊，大家出去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榕江人……（V2）
亲戚朋友都出去外面打工了，在老家也没什么熟人了……（V7）
老一辈人相继去世，年轻一辈的亲戚们之间走动就少了，联系也不多……（V4）
现代化的新事物新理念很难植入乡村，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民公共意识的缺失，所有的新理念都没
有办法贯彻和落地。（L1）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村委会实际上没有办法承担整合农民利益的任务，村民参与村里事务的热情低，公共事业建设滞后，整个村
子就是一盘散沙……（L2）
在十几年前，村子发展落后的时候，村委基本没有任何号召力，大家都想着怎么“走出去”，对村里的发展没什么兴趣的。（V1）
网友们参照“英超”“中超”，将榕江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称为“村超”，又形象地称“村 FA”。（H3）
在“村超”赛场上还能欣赏到 C罗式“电梯球”的复刻版，踢出 C罗式“电梯球”的是车江二村队长石世毕。（C1）
一位来自新中村的年轻球员陆金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以卓越的球技和惊人的速度，被誉为“村超梅西”。（M5）
在球队的连接方面，比赛采取小组循环及淘汰赛制，赛事将持续开展到 2023年 8月份。（H3）
在商业连接方面，榕江县利用场馆周边空地规划出 2000余个摊位，供群众免费摆摊。（M13）
在和观众之间的连接方面，“村超”复制了网红与观众之间建立连接的方式，通过抖音等自媒体发布赛场的“高光剪辑”，引发了全
国观众的关注。（O6）
参赛球队以村为单位建队，比赛就是村与村之间的对抗，这种模式参考了“英超”以城市为单位建队的逻辑，形成了强烈的竞争性
和戏剧性。（O2）
球员必须是各村的村民，不能请外援，这样保持了“村村”对抗的纯粹性，也使得啦啦队的呐喊更加卖力。（O4）
球员都是业余的，职业球员不能参赛，这对于保持球队间实力的平衡非常重要，避免了毫无悬念、一边倒的比赛出现。（O5）
榕江县相关民间协会曾经举办过斗牛比赛，后来考虑到安全风险还是取消了。（L1）
县里曾经也搞过篮球赛“大山里的 CBA——首届侗年节篮球邀请赛”，但是毕竟同州的台江县“村 BA”珠玉在前，为了避免同质化
竞争，我们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L2）
这一届的县领导还是很有想法，他们做了很多尝试去挖掘我们县的特色，最终才有今天的发展。（V3）
经营民族服饰店的张大姐，一到比赛时节就化身啦啦队，在比赛间隙表演蜚声世界的《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和在场的数万观众一起互动。（O2）
榕江“球王”董永恒，原来是一家卷粉点的老板，因为在“村超”的突出表现而受到关注。为了推广足球，他考了足球D级教练证，
并成立了一家青训方向的体育公司，在 34岁的年纪，总算将爱好变成了职业。（V3）
在外从事媒体行业多年的陈良从“村超”的巨大流量中看到机会，回到村里成为了一名专门报道“村超”赛事的自媒体人，能够把
自己的事业和家乡的发展结合起来令他感到非常兴奋。（O3）
榕江县村超也坚持开放办赛。不收门票，不拉赞助，村民自己当办赛主体，与当地相关组织携手，分工协作。（M22）
榕江县坚持循序渐进，不断探索，找到了推进共同富裕的密码。（H2）
面对“走红”，当地村民表现得很冷静。“摊位不收费，美食不涨价”，似乎是当地群众和外来游客之间达成的默契。（M13）
近几年，榕江发展好了，大家去外面都可以挺直腰杆地说自己就是“榕江人”。（V1）
能够把自己的事业和家乡的发展结合起来，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O3）
以前在外面受气，现在回到家乡，住进了楼房，感觉肯定好啊，希望家乡发展越来越好。（V2）
球员在赛场上真情流露，啦啦队激情呐喊，这是榕江村超的难以复制的独特魅力。（O2）
每次比赛，球场周围都有很多身着民族服饰的自媒体人，他们熟练地架起拍摄支架，在各类社交平台上直播，并进行现场解说，带
万千网友云看“村超”。（L1）
摆摊的村民都自觉做到诚信经营，2块钱一瓶的水，3块 5一瓶的可乐，让前来观赛的观众来得放心，玩得舒心。（L2）

乡村品牌身份重构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农业·农村·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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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循环及淘汰赛制，每个小组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阶段，淘汰赛则采用交叉淘汰方式。这种分组对抗形式

激发了各社区的荣誉感，本地群众因服务和支持自己的球队而重新凝聚在一起，增强了社区内部的情感联

系。其次，贵州“村超”复制了成功联赛的商业连接机制。它善于借鉴热门赛事所带来的商业机遇。例如，贵

州“村超”在比赛的球场附近专门规划了夜间经济聚集街，设置烧烤区、小吃区等数千个临时免费摊位，供有能

力的本地群众发展“地摊经济”，进而帮助他们增收。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本地群众获得了更多的能力和自

信去参与公共事务，形成了良性循环。

（3）沿用既定边界，是指通过借鉴成功联赛的利益相关者范围，树立本地与外地的身份边界，以确保新身

份的纯粹性和归属感。例如，贵州“村超”球队参照“英超”以城市为主体的建队模式，正式比赛中的 20支球队

均以榕江县各个村寨为主体设立，如车江一村队、忠诚村队、场坝村队等。这种建队方式不仅强化了各村寨内

部的交流和凝聚力，还增加了比赛的竞争性和戏剧性。此外，在球员任用方面，各球队的球员均由本村寨的业

余球员组成。这一设定有效维持了球队间的实力均衡，防止一两支球队长期占据优势，从而增加了比赛的悬

念。榕江县围绕贵州“村超”构建的身份体系在初期便确立了清晰的边界，既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身份红利给内

部成员，又提升了比赛的竞争性和观赏性。

综上所述，贵州“村超”通过在定位、连接和边界 3个方面的社会身份模仿，逐步确立了“村超”这一身份元

素在榕江群众心中的合法性。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榕江县人认同这一身份，并自觉维护其存在。这种自觉维护

新身份的行为有效缓解了本地群众之间的本土情感连接断裂，激发了他们对本土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参与。目

前，许多榕江县人以贵州“村超”所带来的身份为荣，自愿参与贵州“村超”的运营与宣传中。榕江人民的热情

与积极参与共同铸就了一场又一场生动的贵州“村超”赛事，催生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和旅游服务。

精彩的文化表演、独特的产品与优质的服务，共同增强了榕江县的核心竞争力。这一核心竞争力的塑造，不仅

体现了榕江县的独特魅力，也为其品牌影响力的向外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

品牌身份的集体面更新是指通过乡村品牌战略的引导，重塑乡村居民的集体使命、目标和规范，从而创造

具有独特价值的集体身份，并吸引本土人才回归，积极参与乡村建设。榕江县本地群众围绕贵州“村超”开展

的品牌身份集体更新包含 3个维度：探索集体使命、重塑个人目标和设计行为规范。

（1）探索集体使命，是指深入挖掘乡村本土文化，寻找那些能赢得居民广泛认同且能驱动乡村振兴的特色

文化品牌，并以此为核心为集体赋予崭新使命的过程。一个广受认可、具体且潜力无限的使命，是构建充满活

力的集体身份的基础（莱、梅尔瓦尼，2019）。而坚定的身份使命感，能为行动者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德赖弗，

2017）。榕江县尽管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但作为多民族交汇之地，它蕴藏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为探索新

集体使命提供了肥沃土壤。此前，县委领导曾 5次尝试打造身份 IP，如斗牛比赛、篮球比赛、苗族鼓藏节、马拉

松等，但这些活动或因文化内涵难以引起外界共鸣，或因本地参与度低而难以持续吸引关注，最终未能成功。

在总结过往失败经验后，榕江县选择了在本地拥有深厚群众基础且比赛周期长的足球运动，作为新的乡村品

牌进行打造。围绕足球展开的贵州“村超”品牌构建，逐渐成为了榕江县本地群众的共同使命，推动着集体身

份的逐步更新与重塑。在这一过程中，榕江县不仅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品牌，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

力与希望。

（2）重塑个人目标，是指将集体使命细化为本地个体所能承担的具体任务与目标。集体使命作为推动乡

村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规划，往往对个体而言较为抽象，需转化为具体个人目标，方能有效指导个体行动。在榕

江县确立贵州“村超”这一本土特色品牌之前，当地经济主要依赖传统农业与旅游业，所能提供的高质量就业

岗位及创业机会相对有限，导致众多本地人才缺乏明确目标，陷入“无业可就”的困境。为实现贵州“村超”品

牌愿景，县委领导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规划了运动员、啦啦队、赛事组织者、后勤支持人员等多个岗位，为本地

居民共同追求集体目标提供了具体路径。在贵州“村超”赛事的筹备与举办过程中，有足球天赋的居民可组建

足球队，以精彩比赛为集体增光；擅长才艺与氛围营造的居民则自发组成啦啦队，在中场休息时身着民族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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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演绎《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极大地激发了球员与观众的热情，将赛事氛围推向

高潮。即便不擅长足球或无特殊才艺的居民，亦能在球场外为游客提供特色美食与饮品，共享品牌红利。综

上，在贵州“村超”品牌打造的集体愿景下，榕江县的每个居民都能根据自身条件与意愿，找到适合自己的个人

目标，从而在参与集体事业的过程中获得发展与成就感。这一过程不仅促进了个人成长，也为乡村的可持续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设计行为规范，是指围绕新设定的个人目标，为居民提供行为准则，约束其实现目标的方式，确保目标

有效达成的过程。榕江县高度重视贵州“村超”品牌发展的可持续性，坚持以客户体验为核心，坚决抵制任何损

害长期利益的短视行为。首先，贵州“村超”坚决拒绝商业过度介入，秉持非营利性原则。赛事不设门票，不寻

求外部赞助，而是由村民自主办赛，确保比赛纯粹基于热爱而非利益驱动。这种模式确保了比赛的公正性，没

有黑哨与假球，展现出最纯粹的足球精神。其次，贵州“村超”深度融合乡土特色，与少数民族乡村的热情及特

色文化活动紧密相连。赛事期间穿插“民族服装 T台秀”等特色表演，打造出区别于传统商业联赛的新型赛事

形态，为观众提供前所未有的观赛体验。最后，贵州“村超”注重口碑维护，乡政府积极向居民灌输品牌保护意

识，并安排专人负责观众的住宿、饮食及消费安全等问题。在政府的有效引导下，贵州“村超”举办期间物价保

持稳定，如 1元一串的烤肉串、2元一瓶的冰镇矿泉水、5元一碗的酸梅汤等，物美价廉的美食让游客感受到良好

的旅游体验。这种良好的体验以及随之而来的口碑为贵州“村超”品牌影响力的持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贵州“村超”作为榕江县的特色传统活动，为本地身份重构提供了富有活力的文化根基。依托

贵州“村超”这一新兴集体身份标识，榕江县从集体使命、个人目标及行为规范 3个维度入手，创新性地推动了

本地群众品牌身份集体面的更新。这一过程中，不仅重塑了本地群众对乡村品牌的关注与认同，还有效重振

了本土集体认同感。人们开始深刻认识到本地特色文化的巨大品牌价值，这为榕江县特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坚实的人才支撑与良好的形象基础。

3.基于内化式平衡的最优区分

根据上述分析，在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阶段，榕江县以贵州“村超”品牌资产为核心，推动“榕江县人”身份

的重构。这一过程旨在将“榕江县人”这一品牌身份重新内化至每位居民的意识中，进而激发他们为家乡繁荣

与发展贡献力量的自觉性（具体过程如图 3所示）。一方面，榕江围绕贵州“村超”所开展的本地品牌的开发运

营，通过模仿成功定位、复制有效连接和沿用既定边界推动了榕江县品牌身份社会面的模仿，有效地强化了新

身份的合法性，让当地居民更快地理解和接受新的身份；另一方面，榕江县围绕通过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所形

成的贵州“村超”产品，进一步开展了本地品牌开发运营，即通过探索集体使命、重塑个人目标和设计行为规范

推动了榕江县品牌身份集体面的更新，

让当地居民从打上了贵州“村超”品牌烙

印的新身份中看到了作为“榕江县人”的

独特价值。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第一个

命题。

命题 1：乡村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阶

段，通过品牌身份社会面模仿与集体面

更新之间的内化式平衡，重塑品牌身份

的集体面，激发本地居民的集体行动，进

而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核心竞争力。

（二）品牌身份社会面重构

品牌身份的社会层面重构，是指乡村

管理者针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群体，对乡

村品牌身份进行系统性重塑，并将这一

新的集体身份内化新的集体身份内化

品牌身份社会面模仿品牌身份社会面模仿 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

内化式平衡内化式平衡

核心竞争力塑造核心竞争力塑造

本土群众集体凝聚力缺失本土群众集体凝聚力缺失

·本土情感连接弱化
·本土公共事务漠视

·模仿成功定位
·复制有效连接
·沿用既定边界

·探索集体使命
·重塑个人目标
·设计行为规范

新的品牌集体身份提升本土群众内部的集体凝聚力

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本土群众群策群力打造具有本
土特色的核心竞争力

图 3 通过内化式平衡推动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的过程示意图

乡村品牌身份重构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农业·农村·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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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身份拓展至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范畴，旨在激发社会各界对该乡村品牌的认同感，促进外部资源的流入，

构建更为广泛且紧密的内外部资源交换与开发体系，最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以榕江县为例，随着贵州“村

超”影响力的日益扩大，榕江县吸引了大量关注并获得了潜在的发展机遇。然而，这些关注和机遇具有不确定

性，可能随着贵州“村超”关注度的下降或同类竞争性赛事的兴起而逐渐消散。因此，利用贵州“村超”带来的

热度和流量，迅速巩固基础并拓展多元化的业态，以锁定这一波发展红利，成为榕江县的当务之急。为实现这

一目标，榕江县面临两大挑战：其一，需继续借助贵州“村超”这一热点事件，提升社会各界对榕江县的关注度

与认同感；其二，需有效动员那些已对榕江县产生关注和认同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促使其投入资源并持续参与

榕江县的开发建设，进一步挖掘和提升当地核心资源与能力的价值，从而带动乡村群众走向富裕。

一个广受社会认可的品牌身份，是乡村地区吸引顶尖人才、汇聚宝贵资源及多元机遇的核心要素，也是激

发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价值创造的关键驱动力。榕江县巧妙运用其独特的贵州“村超”品牌标识，有效激发了内

部利益相关者的协同行动，共同塑造了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乡村品牌。这一品牌不仅成功扭转了乡村以往

相对滞后的社会形象，还重塑了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品牌认知。通过对该案例的深入分析，本文揭示了高效品

牌身份社会面重构的精髓：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在品牌身份集体面泛化与品牌身份社会面重构之间寻求动态平

衡的艺术。在此过程中，乡村品牌不仅实现了自我超越，更引领了乡村社会形象的全面升级与价值重估。品

牌身份社会面重构相关的编码过程如表 4所示。

1.品牌身份集体面泛化

品牌身份集体面泛化，是指在先前阶段探索并形成的具有凝聚力的新兴品牌身份集体面的基础上，通过

二阶主题

外部利益
相关者投
入不足

品牌身份
集体面
泛化

品牌身份
社会面
重构

新的集体
身份外衍

核心竞争
力开发

一阶概念

利益相关
者关注度

低

利益相关
者投入度

低

开发集体
使命

衍生个人
目标

细化行为
规范

创造新的
定位

搭建新的
连接

延展新的
边界

利益相关
者关注

利益相关
者资源投入

核心竞争
力开发

典型证据援引
在村超火起来之前，榕江这个名字根本就没有人知道。（L1）
以前流行一个段子，在网上搜索榕江县，出来最多的结果就是“国家级贫困县”。（L2）
我以前在外面打工，提起榕江县，几乎没有人听过这个地方。（V4）
榕江县地处山区，交通不是很发达，知名度也低，以前招商引资非常困难。（L2）
过去，榕江人口流失严重，经济活力比较差，百业凋零，别说外人，就是本地人在本地开店，心里都直打鼓……（O1）
十几年前，本地生意不好做啊，大家一般想做点买卖都跑去外地了。（V2）
榕江县以“村超”为全省旅游宣传，跳出榕江服务全省，让更多人了解到贵州神奇秀美的自然风光、千姿百态的山水景色。（L1）
村超带动了农业产业发展，榕江的农产品也在积极搭上“村超的快车”，跑出榕江速度。（L2）
依托当地特色的“村超”品牌，大力发展“村超+旅游”产业，推出“村超+民宿”和“村超+观光”等旅游套餐。（O5）
榕江县乡村振兴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 7月底，“村超”带动 1万余个灵活就业岗位（M10）。

借助“村超”的推广和宣传，不仅为千余位织女染娘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还实现了继承和发扬了当地特色民族文化的目
的。（O4）
自从“村超”火了以后，很多村民从自媒体中找到了新的商机。（L1）
榕江县通过“三加强”有力措施，全力为“村超”赛事安全保驾护航。（O5）
为确保赛事精彩出圈，促进榕江旅游产业化发展，榕江县交通运输局组织全县出租车和网约车行业进行培训。（H4）
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榕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村超”赛事期间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对违反市场价格秩序
稳定的经营者采取强制惩罚措施。（O6）
榕江，从贵州最不发达、最不开放、最贫困的地区，一跃成为贵州通往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桥头堡”。（M1）
榕江县依托“村超+”的产业链条，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旅游产业化和新媒体产业等方面谋求发展。（L1）

“村超”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还会不断夯实基础，探索更多有利于本地发展的战略方向。（L2）
贵州“村超”迎来香港明星足球队,全国美食足球交流赛开启。（M19）
欧洲金球奖得主、英格兰传奇球星迈克尔·欧文还特地录制了视频，为村超加油鼓励。（M20）
榕江“球王”董永恒开设抖音账号与粉丝互动，成为推广榕江和“村超”的推手。（V7）
现在，周边所有景区都来蹭我们的热点。村超不仅带动了榕江旅游，也带动了黔东南甚至整个贵州的旅游，村超已经成了贵州旅
游的一张名片。（M1）
榕江政府通过积极与从江、荔波、黎平周边县市政府沟通协调，达成“村超流量大家共享”。（M12）
快手与贵州榕江县达成公益战略合作，联合孵化村超潜力球员，打造特色赛事。（M2）
很多人通过“村超”认识了榕江，但最终榕江还是要回到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的大局上来，真正让“村超”变成榕江文化振兴的抓
手和产业振兴的流量密码。（V8）
现在只要提到“村超”大家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榕江，榕江和“村超”已经融为一体了。（L1）

“快手”看中“村超”的巨大流量价值和榕江县建立了战略合作。（L2）
我在外地打工很多年了，攒了一些钱，看到家乡发展这么好，就回来摆了这个摊。（V1）
榕江县足球氛围浓厚，好苗子很多，在这里办足球学校很有前景，我非常看好。（S2）
榕江县粤黔协作“桥头堡”项目，与广东省的佛山等县市建立了城镇间的战略协同。（O1）

“村超”所带来的流量，衍生出了“村超+旅游”、“村超+民宿”等众多商业模式。（O3）
本地人的热情完全被激活了，很多特色产业也得到了发展，比如本地特色的“刺绣”、“编织”产品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L2）
投资带动了本地基础建设的发展，公路更加通畅了，榕江的制造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会。（S4）

表 4 品牌身份社会面重构阶段的典型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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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社群成员的一系列集体行动，拓展品牌身份的合法性与影响范围，进而扩大身份边界并增强身份兼容性

的过程。榕江县本地群众围绕贵州“村超”所展开的品牌身份集体面泛化，主要体现在以下 3个维度：一是开

发集体使命，二是衍生个人目标，三是细化行为规范。

（1）开发集体使命，是在既定新使命的基础上，针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进一步的开发。以榕江县为例，在

确立基于贵州“村超”品牌的高价值集体身份标签后，榕江尝试围绕贵州“村超”品牌开发以“村超+”为核心的

身份体系。首先，贵州“村超”品牌成功破圈传播，极大提升了榕江县的知名度，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榕江的居民抓住这一机会，依托当地独特的旅游资源，积极发展“村超+旅游”产业，推出了“村超+民宿”和“村

超+观光”等旅游套餐，让游客在观看贵州“村超”赛事的同时，也能欣赏当地的山水风光，推动了旅游经济的发

展。其次，为了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榕江县居民发展了“村超+农业”产业。在贵州“村超”比

赛场馆外设立展销区，销售当地特色农产品，如百香果、脐橙和冰糖橙等。同时，榕江县政府积极鼓励居民参

与电商，利用贵州“村超”带来的巨大流量，通过电商平台将农产品销往全球。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 5月至 7
月 29日贵州“村超”赛事期间，榕江县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过 38.34亿元，线上线下农特产品销售收入超过 2亿
元。在将“村超+”的使命链条扩展至经济开发后，榕江县居民获得了可观的“超经济”红利，进一步增强了地区

的竞争力。

（2）衍生个人目标，是指在持续开发的新使命框架下，为本地群众创造更多可执行的新兴个人发展目标，

从而提供更多发展契机。以榕江县“村超+”使命链条的开发为例，该县为本地居民开辟了广泛的就业与创业

新路径。首先，据榕江县乡村振兴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 7月底，贵州“村超”已催生了一万余个灵活就业岗

位，显著促进了榕江县的繁荣与发展，进而激发了本地群众新的个人发展目标。其次，贵州“村超”的推广与宣

传使传统手工艺如刺绣、编织等焕发新生，成为新兴就业与创业领域，不仅为上千名织女染娘提供了就近就业

机会，还有效传承与弘扬了当地特色民族文化。最后，随着贵州“村超”在国内的知名度飙升，借助自媒体的高

度关注，榕江县电商领域蓬勃发展，迄今已培育出 1.2万余个新媒体账号及 2200多个本地网络直播营销团队，

有力推动了当地农产品与手工艺品的全国销售。随着“村超+”身份系统的持续拓展，榕江县涌现出大量高质

量的就业与创业机会，这些机会不仅为本地群众提供了可选择的个人发展目标，还引导他们在实现个人价值

的同时，为榕江县的繁荣与振兴贡献力量。

（3）细化行为规范，是指对先前阶段设计完成的行为规范进行深入的细化与监督。在实践中，行为规范往

往需要不断完善与细化，榕江县围绕“村超+”品牌身份所设定的行为规范亦不例外。首先，鉴于大量观众涌入

榕江观赛，为确保游客享有便捷舒适的交通体验，榕江县交通运输局加大了对当地交通运输行业的专项治理

力度，组织全县出租车和网约车行业开展培训，严格规范出租车、网约车的车容车貌及候客秩序。其次，榕江

县应急管理局实施了强有力的“三加强”措施：加强部门安全监管、加强安全防范会商、加强工作调度检查，及

时发现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为游客营造更加安全的旅游环境。最后，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村超”赛

事期间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对违反市场价格秩序稳定、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经营者采取严厉

的惩罚措施，如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并处 5000元以下罚款等。综上

所述，榕江县通过“软硬兼施”的方式，对本地销售和服务行为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与监督，以此巩固外界利益

相关者对榕江县品牌身份的认同感。

综上所述，榕江县凭借贵州“村超”这一身份标签所衍生的“村超+”品牌身份系统，从使命、目标及规范 3
个维度深刻丰富了这一新身份的文化底蕴与物质内涵，显著增强了该新兴品牌身份的合法性。这一进程为提

升该身份的社会影响力奠定了坚实基础，进而为乡村全面振兴吸引了更多宝贵资源，注入了强劲动力。

2.品牌身份社会面重构

品牌身份社会面的重构，是指在新的品牌身份引领下，集合本地居民力量，共同塑造新兴核心竞争力，并

据此尝试通过重塑品牌社会形象，以打破外界对本地既有的负面刻板印象。这一过程中，新的特色品牌形象

成为加强本地与外界资源交换的基石。具体而言，榕江县依托“村超+”产业体系与流量资源，成功转变了外界

乡村品牌身份重构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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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的刻板认知。在短短 3年内，榕江县成功地将自身形象从默默无闻的贫困县，重塑为备受瞩目的贵州“村

超”赛事举办地。在此过程中，品牌身份社会层面的重构主要体现在 3个维度：创造新的定位、搭建新的连接、

延展新的边界。

（1）创造新的定位，是指基于本地民众广泛认同的新兴品牌身份集体认知，塑造对外界具有吸引力的差异

化品牌形象。以榕江县为例，该县借助贵州“村超”赛事带来的物质条件改善与巨大流量资源，正积极向“粤黔

协作桥头堡”的新定位迈进。作为贵州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榕江县确立了“打造产业转移示范区、

生态旅游康养区、双向开放先导区、共同富裕试验区”的“四区”战略新定位。首先，榕江县依托“村超+”产业链

条，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旅游产业化及新媒体产业等多个维度，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融合，旨在

发挥双方比较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化配置，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通过贵州“村超”聚集人气，以赛事为引擎

强化产业动能。其次，贵州“村超”的火爆不仅拓宽了榕江县的市场渠道，还显著提升了其文化品牌价值，扩大

了市场需求。榕江县借此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的融合，深化经济联系与合作，推动更高层次、更广泛的利

益相关者网络形成。新定位的创造，不仅扩大了榕江县品牌身份的边界，还显著增强了其对外界的潜在影响

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搭建新的连接，是指基于本地已稳固的品牌身份集体认知，积极拓展与外界多元联系的过程。榕江县

凭借贵州“村超”这一品牌标识及“村超+”理念体系，成功构建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入的外部联系。首先，在赛事

合作层面，榕江县于 2023年 9月与世界顶级足球赛事 IP英超联赛达成战略合作，显著提升了榕江县的国际知

名度。其次，在媒体传播方面，榕江县通过在线直播平台广泛传播当地足球赛事及相关活动，吸引了全球足球

爱好者的关注与参与，形成了强大的网络影响力。贵州“村超”相关内容全网浏览量已突破百亿次，甚至吸引

了国际足坛球星迈克尔·欧文以视频形式祝贺贵州“村超”成功举办。再者，明星球员如董永恒，作为榕江县忠

诚村足球队的代表，凭借卓越表现荣获“村超”射手王及金靴奖，其个人影响力也随之扩大。董永恒通过开设

抖音账号，与数万球迷保持密切联系，成为推广榕江及贵州“村超”的重要力量。这些广泛的外部连接不仅促

进了榕江县内部资源的开发利用，还吸引了大量外部优质资源流入，对推动内外部资源的双向流动具有实质

性的促进作用。

（3）延展新的边界，是指基于新的品牌身份核心，结合新定位与连接策略，将品牌身份的范畴拓展至更广

泛的受众群体，促进更深入的认同与协作。榕江县通过“村超+”身份体系，构建了一个泛“村超”生态系统。随

着贵州“村超”品牌影响力日益扩大，吸引的高价值资源日益增多，榕江县自有的人才与组织体系已难以满足

全面开发其潜在价值的需要。因此，榕江县开始拓展贵州“村超”品牌的外延，引入更多组织与人力资源，共同

开发这一品牌资源。目前，贵州“村超”的带动作用已超越榕江县范畴，泛“村超”品牌身份体系至少能联动整

个黔东南州，乃至贵州省。首先，贵州“村超”为榕江县带来了大量游客，但榕江县的游客接待能力有限，很快

便达到饱和状态。为此，榕江县政府秉持“流量共享”理念，积极与从江、荔波、黎平等周边县市政府合作，共同

解决游客的食宿行娱等问题。其次，许多游客不仅游览榕江县，还会前往周边地区。因此，贵州“村超”也为榕

江县周边地区带来了客流。榕江县积极与周边地区合作，整合旅游线路，为游客提供更全面、丰富的旅游体

验。社会身份边界的拓展，不仅显著提升了贵州“村超”品牌的影响力，还为品牌相关产业的发展吸引了更多

资源，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

综上所述，榕江县依托强化后的品牌身份集体认知，获取了合法性资源，进而围绕“村超+”品牌资源，从

创造新定位、搭建新连接、延展新边界 3个维度，对本地品牌身份社会面进行了差异化重构。这一重构策略

有效助力贵州“村超”品牌突破地域限制，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获得认可与关注。新兴品牌身份社会面的成

功构建，显著扩大了榕江县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对外部的人才、资源和机会产生了持续的吸引力，由此，引发

了更多与不同类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这些利益相关者因贵州“村超”品牌的魅力而汇聚于贵州

“村超”品牌社群，通过合作共建新的身份体系，共同吸引人才与投资，为榕江县的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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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品牌社会身份激发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投入

外部利益相关者投入不足外部利益相关者投入不足

品牌身份集体面泛化品牌身份集体面泛化 品牌身份社会面重构品牌身份社会面重构

外衍式平衡外衍式平衡

新的集体身份外衍新的集体身份外衍

核心竞争力开发核心竞争力开发

·外部利益相关者关注度低
·外部利益相关者投入度低

·开发集体使命
·衍生个人目标
·细化行为规范

·创造新的定位
·搭建新的连接
·延展新的边界

借助利益相关者的资源开发本土特色核心竞争力的
价值从而促进本地经济发展

图 4 通过外衍式平衡推动品牌身份社会面重构的过程示意图

3.基于外衍式平衡的最优区分

根据以上分析，榕江县在品牌身份社会面重构阶段，依托贵州“村超”这一品牌资产，成功塑造了全新的

“榕江县”品牌身份。该品牌身份凭借巨大的流量效应，有效吸引了外界资源，推动了乡村产业和经济的发展，

这一过程如图 4所示。一方面，以贵州“村超”为基础的“村超+”体系通过开发集体使命、衍生新的目标和细化

行为规范等机制有效夯实了品牌身份的集体面，进而通过本地人才的通力合作和集体智慧构建起了扎实的产

业体系和核心竞争力，有效扩大了贵州“村超”的品牌身份在社会层面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围绕“村超+”而开

展的创造新的定位、搭建新的连接和延展新的边界等机制重构了榕江县人的品牌身份社会面，这种具有强大

合法性的独特品牌身份为榕江县吸引了众多有价值的外部资源，激发了乡村的产业活力。这种以有价值的品

牌身份集体面为合法性基础，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品牌身份社会面重构，进而带动乡村品牌身份影响力扩散和

资源动员能力提升的过程，就是外衍式平衡。据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命题。

命题 2：乡村品牌身份社会面重构阶段，通过品牌身份集体面泛化与品牌身份社会面重构之间的外衍式平

衡，构建出全新的品牌身份社会面，借此吸引更广泛的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与认同，从而获取高质量的外部

资源实现核心竞争力的持续开发。

（三）全图景理论框架

本文基于最优区分理论和身份建

构理论，深入探讨了榕江县通过品牌

身份更新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以

获取行动和资源支持，最终推动欠发

达乡村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与振兴的

过程。具体而言，这一过程可分为两

个阶段，如图 5所示。

一是，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该

过程围绕特定文化资产设计新的乡村

品牌，通过这一品牌资源更新本地群

众对乡村品牌的认知，增强其身份认

同感（布莱克、维卢苏，2017）。强烈的

品牌身份认同感可以激发本土群众参

与集体事务的热情，并发挥其智慧，共

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本土群众群策群力打造具有本土
特色的核心竞争力

本土群众集体凝聚力缺失本土群众集体凝聚力缺失 外部利益相关者投入不足外部利益相关者投入不足

品牌身份品牌身份
社会面模仿社会面模仿

（合法性赋能）

品牌身份品牌身份
集体面更新集体面更新

（独特性获取）

内化式平衡内化式平衡

新的集体身份内化新的集体身份内化

新的品牌身份集体面提升本土群众内部的集体凝聚力

核心竞争力塑造核心竞争力塑造

奠
定
合
法
性
基
础

品牌身份品牌身份
集体面泛化集体面泛化

（合法性赋能）

外衍式平衡外衍式平衡
品牌身份品牌身份

社会面重构社会面重构
（独特性获取）

新的集体身份外衍新的集体身份外衍

新的品牌身份社会面激发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投入

核心竞争力开发核心竞争力开发

借助利益相关者的资源开发本土特色核心机制力的
价值从而促进本地经济发展

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阶段（练内功） 品牌身份社会面重构阶段（造机会）

图 5 品牌身份最优区分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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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塑造具有本土特色的核心竞争力（绍等，2009）。以榕江县的贵州“村超”为例，当地领导在面对本土集体认

同感弱化的困境时，通过挖掘本地文化资源，打造出一个受本地群众认同且具商业潜力的品牌资源——贵州

“村超”。随后，相关领导开始围绕这一充满生命力的品牌资源推动品牌身份体系的更新：一方面，在更新的初

期，本地群众因为乡村的相对落后而对乡村的品牌身份产生质疑。管理者通过借鉴同类优质品牌的成功经

验，逐步探索出“足球比赛”这一深受本地群众喜爱的品牌元素，从而为新的品牌身份赋予了合法性；另一方

面，在“足球赛”这一品牌元素的基础上，管理者结合足球元素和本地文化元素，进一步构建了品牌身份的集体

面——贵州“村超”，树立了凝聚本土意识的精神旗帜。这种具备了合法性的独特品牌身份快速地被本土群众

所理解和认同，并逐步内化到他们的意识之中，为本土群众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强大的目标和动力。他们同心

协力打造“村超”活动，最终为可持续的“榕江”乡村品牌价值奠定了基础，实现了乡村振兴。

二是，品牌身份社会面重构。在前一阶段探索出的新兴乡村品牌内核基础上，重新塑造外界对乡村品牌

的认知，吸引更多受众参与到乡村品牌社群，拓展品牌身份的外延（达西尔韦拉等，2013）。品牌身份社会面的

重构吸引了更多外来受众，使他们成为乡村利益相关者，为乡村振兴带来了宝贵资源（埃萨姆里等，2019）。在

贵州“村超”的案例中，经过上一阶段的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本地群众围绕贵州“村超”形成了新的品牌身份，

并带动了本地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但是由于本地的人才和资源相对有限，为了进一步发展这些核心竞争力并

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还需要积极引入更多的外部资源。随后，榕江县的管理者开始在贵州“村超”的基础上

推动品牌身份社会面的重构：一方面，他们在本地群众为品牌提供的坚实服务支撑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了品牌

身份集体层面的泛化。这一举措旨在增强旅客、投资者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对榕江县域品牌的认同感和良好口

碑。随着这些外部利益相关者对榕江的认同与宣传，榕江的品牌身份逐渐扩展至他们身上，促使他们逐步融

入榕江品牌社群。这种品牌身份的泛化过程，通过凝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力量，有助于在更广泛的社会范畴

内为品牌身份赢得合法性认可；另一方面，在品牌身份外衍并广泛获得社会合法性的基础上，我们将其与“大

湾区”、“互联网+”等热点国家战略相融合，以此进行品牌身份社会层面的重构。此举旨在为乡村品牌塑造独

特的社会形象，进而动员更多利益相关者，广泛吸纳优质社会资源。最终，榕江县成功实现了品牌身份在社会

层面的重建，不仅颠覆了外界对其的传统印象，还吸引了大量游客和投资者，形成了以贵州“村超”为核心的文

化与产业生态体系，推动了乡村振兴。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第三个命题。

命题 3：在乡村振兴的情境下，欠发达乡村的最优区分从品牌身份的内化式平衡向外衍式平衡动态演化，

重构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由此带来内部核心竞争力和外界资源引进水平的持续提升。

五、结论、启示与展望

（一）结论

本文以品牌身份为理论框架，以最优区分为机制支撑，结合榕江县利用贵州“村超”这一特色品牌资产推

动乡村振兴的实例，构建了欠发达乡村依托本土独特品牌文化资产实现品牌身份最优区分，进而促进乡村核

心竞争力构建与内外部资源交换，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的过程模型。依据此模型，欠发达乡村能够发掘

并利用深受当地群众认可的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以此为核心打造乡村品牌，并通过乡村品牌社群的身份管理

策略达成目标。此过程涵盖两个关键阶段：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阶段与品牌身份社会面重构阶段。首先，在

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阶段，欠发达乡村面临本土群众集体认同感弱化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乡村管理者可借

助品牌身份社会面模仿所赋予的合法性，推动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形成面向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独特品牌定

位，并有效内化新的集体身份至乡村本土群众意识中，重燃集体荣誉感，激励其为乡村品牌建设贡献力量。这

些对乡村有着深厚认同感且深刻理解本土文化的群众，团结协作，为乡村品牌提供了坚实的产品与服务支撑，

构成了品牌建设不可或缺的核心竞争力。其次，在品牌身份社会面重塑阶段，欠发达乡村已借助品牌身份集

体面更新构建起核心竞争力，但这些核心竞争力需与外部形成资源交换，方能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在此背

景下，乡村管理者可利用品牌身份集体面泛化所带来的合法性，推动品牌身份社会面重塑，对外部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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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独特的品牌魅力，进而将新的品牌身份扩展至广泛社会领域，吸引更多优质外部利益相关者加入乡村品

牌社群，激励其围绕乡村品牌建设投入高价值资源，提升乡村的产业和经济水平，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二）理论启示

1.从品牌身份建构理论的视角为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优质资源的匮乏与流失是乡村振兴的主要障碍（巴尼，1991）。要吸引关键利益相关者并获取优质资源，

乡村需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品牌价值（巴尼，2018；贝蒂纳齐、佐洛，2017）。而这一过程不仅依赖外部政策

与资源扶持，更关键的是拟定有针对性的组织关系战略，通过针对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有效资源动员，将外部

支持转化为内生发展动力（伊斯利，2016；李新春等，2016）。但是，现有乡村振兴研究主要从扶贫政策（王禹

澔，2022；贾男、王赫，2022；平卫英等，2021；罗良清等，2022）、公共品提供（王丹利、陆铭，2020）、管理体制改革

（龚斌磊等，2023）和土地制度改革（孙晓勇，2023；苏毅清等，2020）等被动的外生动力视角出发，考察宏观的政

策和制度机制对乡村发展的推动作用；从乡村通过主动拟定战略的内生动力角度出发，研究乡村经济发展内

生性动力形成的工作相对较少（徐凤增等，2021）。本文通过榕江县的案例研究发现，即使不借助外部的政策

扶持和宏观的制度改革，乡村也可以主动通过基于品牌身份重塑的利益相关者关系战略设计，推动内生性的

发展动力形成：一方面，面对本土集体认同感弱化的困境，欠发达乡村可以通过创造兼具合法性和独特性的乡

村品牌身份集体面来重振并强化本土集体认同感，从而构建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基于本

土特色的核心竞争力，欠发达乡村可以进一步打造兼具独特性和合法性的乡村品牌身份社会面，以此吸引外

部优质利益相关者，促进内外部优质资源的融合，最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这一发现，从品牌身份构建的角度

为乡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2.从最优区分视角丰富了品牌身份建构的研究

乡村品牌身份的构建与开发是推动乡村发展的关键手段，有效的品牌身份既可以对内有效重振本土群众

集体认同感，同时充分引起外界利益相关者参与乡村开发的兴趣。在此过程中，本土群众的品牌身份集体面

能够起到提升本土凝聚力的作用（库阿梅等，2022），而品牌身份社会面则能够通过信号机制提升外界对乡村

的兴趣（法拉吉-拉德等，2021）。与此同时，一个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的乡村品牌身份的形成，往往是品牌身

份集体面和品牌身份社会面协同演化的过程（费孝通，1948；厄尔蒂穆尔、科斯库内尔-巴利，2021）。然而，当

前研究大多孤立地聚焦集体身份或社会身份的构建，缺乏对二者协同机制的深入探讨（戴维斯等，2019）。本

文基于最优区分理论，以重构乡村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为目的，为品牌身份集体面和社会面之间的协同

演化机制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框架。首先，在乡村发展的初期阶段，管理者可以依托品牌身份社会面模仿的合

法性，来塑造独特的新兴品牌身份集体面，从而凝聚本地群众，并逐步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核心竞争力。其

次，随着本地特色核心竞争力的逐步形成，管理者可以基于品牌集体面泛化所带来的广泛合法性，进一步塑造

独特的新兴品牌身份社会面，借此充分发挥品牌效应，并动员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投入，实现特色核心竞争

力的有效开发，从而推动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除了过程框架，本文还基于对品牌身份集体面的分析归纳

出使命、目标、规范 3个子维度，并基于对品牌身份社会面的分析归纳出定位、连接和边界 3个子维度。这一理

论框架的提出，从研究框架和维度创新两方面拓展了品牌身份管理的相关研究。

3.从身份构建的情境拓展了最优区分理论的研究范畴

已有最优区分理论的研究情境主要聚焦在战略的制定、产品设计和技术追赶等议题（汉斯，2019；康等，

2021；彭新敏等，2022；苏等，2023；布等，2022）。而在最优区分的实现机制方面，现有研究通常认为“存异”所

带来的独特性会抵消“求同”所产生的合法性（泰乌舍等，2021）。本文一方面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情境，将最优

区分理论应用在了身份构建这一新兴的情境。其次，本文延续了泰乌舍等（2021）的理念，将差异化和合法性

之间的相互促进视为提升最优区分机制的效能，并提出了内化式平衡和外衍式平衡两种新兴的最优区分实现

机制。在内化式平衡的过程中，品牌身份社会面模仿所带来的合法性，为塑造品牌身份集体面的独特吸引力

奠定了基础，进而推动品牌身份在内部利益相关者群体中的内化；而在外衍式平衡的过程中，品牌身份集体面

乡村品牌身份重构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农业·农村·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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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化所带来的合法性，又为品牌社会身份的独特感染力的形成提供了支撑，进而促进品牌身份在外部利益相

关者群体中衍化。这些研究发现不仅拓展了最优区分的研究情境，同时也进一步验证和发展了最优区分实现

过程中，独特性与合法性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的观点（苏等，2023）。

（三）政策启示

首先，乡村特色品牌的建设既需要基于本地文化特色进行差异化的提炼，也要注重借助通俗概念的包装

为这些差异化的特色赋予社会合法性。一方面，具有差异化特色的地方文化元素是乡村发展的根基。乡村政

府需要积极开展深入的文化资源调研，识别并提炼具有地域独特性的文化元素和传统技艺。同时，建立健全

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确保这些宝贵资源在品牌建设过程中得到传承与发扬，而非过度商业化导致的文化失

真。另一方面，乡村地区为了提升地方文化的影响力，还需要通过通俗概念的包装来增强其传播力和吸引

力。为提升乡村品牌影响力，政府需善用通俗易懂的概念和故事包装乡村特色，以增强品牌认知度和亲和

力。通过社交媒体、线上线下活动等多种渠道，讲述乡村故事，传播品牌价值，使消费者产生共鸣，从而赋予乡

村特色以更广泛的合法性和市场接受度。

其次，乡村的发展不仅要打造品牌形象吸引外资，还要注重铸造品牌的内在价值。目前很多乡村在发展

的过程中比较重视打造外在的品牌形象吸引外资和引进外部资源，而忽视了乡村品牌背后内生性发展动力的

塑造。以榕江县为例，乡村振兴的挑战并非在于外部资源的缺乏，而在于本地缺乏核心竞争力来有效承载和

转化这些资源。因此，在发展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铸造自身独特的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乡村核心竞争力的

形成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建立兼具差异化和合法性的品牌形象，以吸引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二是通过

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有序投入，构建稳固的产品和服务保障体系，为品牌价值提供坚实支撑。只有这样“形神

兼具”的品牌体系，才能真正支撑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最后，本地群众集体认同感的弱化是导致乡村发展缓慢的关键因素，因此，重塑本地群众的集体认同感对

乡村振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特色化是乡村振兴实现的重要路径之一，而乡村特色的铸造离不开对本地文

化具有深刻理解的本地群众的积极参与。但是，随着城乡经济、文化差距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乡村群众失

去了对本土身份的认同，导致优秀人才外流，而留在本地的人对家乡的情感也日益淡漠。而人才的匮乏和情

感的淡漠也造成了乡村公共事务无人参与的问题。榕江县的成功经验表明，为了有效扭转乡村群众集体认同

感的弱化趋势，必须重视组织能激发本土群众集体记忆和集体参与的文化活动，同时融入时尚、新颖元素进行

创新，使群众在集体活动中重新建立对本地身份的认同和情感纽带，从而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并激发他们对

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

（四）未来展望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最优区分视角的身份建构机制为欠发达乡村的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要真正

形成通过身份构建推动乡村振兴的具体行动方案，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补充和完善。一是，有待进一

步探讨乡村品牌身份集体面更新推动集体行动从而带动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形成的机制。本文已初步梳理了

新品牌身份集体面的形成过程，及其如何被本地群众所认同和吸收。然而，关于新身份如何与本地特色文化

资产实现深度协同，从而引领本地集体认同的重塑，其细节仍需进一步深入探讨。二是，有待进一步探讨品牌

身份社会面重构推动外界资源引入从而推动机会共创的过程。本文已初步概述了新品牌身份社会面的形成

及其如何有效吸引外界优质资源的过程。但关于品牌身份如何具体引进社会资源，以及如何推动机会共创等

问题的探讨，其深度尚显不足，未来研究需进一步补充和细化这些方面的分析。三是，本文采用了单案例研究

的方法，对身份建构和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进行解析，但是由于案例方法本身的限制，相关结论的信度和效度

仍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未来的研究也有必要通过多案例分析或大样本定量分析对本研究的结论进行检

验，以提升研究发现的普适性①。

（作者单位：王泽宇，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周翔、王英奇，广州大学管理学院；王增文，武汉大学社会保

障研究中心；邓智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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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Rural Br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Contribute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 Exploratory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Village Super League" in Guizhou

Wang Zeyua, Zhou Xiangb, Wang Zengwenc, Wang Yingqib and Deng Zhipingd

(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b.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c.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Center, Wuhan University; d. Institute of Reform, Opening-up, and Modernization,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countryside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Given the relatively limited resource accumulation in rural areas,
leveraging distinctive brand development to attract resource investments from stakeholder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way for rural revitaliza⁃
tion. This study conceptualizes rural communities as brand collectives and applies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theory, using the case of Rongjiang
County's "Village Premier League" in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ntry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rural areas mobilize stakeholder re⁃
sources through br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Specifically, underdeveloped villages can strengthen their resource mobilization by leveraging two
identity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s—internalized balance and externalized balance. On the one hand, through internalized balance, rural com⁃
munities can re- engage internal stakeholders, collectively cultivating core capabilities rooted in local distinctiveness.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externalized balance, rural areas further integrate external stakeholders, attracting and consolidating high-quality resources to jointly
advance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core capabilities, thereby injecting sustainable momentum into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se findings not only
provid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micro-level governanc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but also extend the application of identity construc⁃
tion and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theory in practice.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elation strategy; brand identity; identity construction;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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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Rural Br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Contribute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 Exploratory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Village Super League" in Guizhou
Wang Zeyua, Zhou Xiangb, Wang Zengwenc, Wang Yingqib and Deng Zhipingd

(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b.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c.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Center, Wuhan University; d. Institute of Reform, Opening-up,

and Modernization,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ummary: Effectively driving rural development remains a pressing core challenge. Traditional resource mobili⁃

zation approaches, grounded in economic logic, fail short to addressing the needs of engaging key stakeholders in ru⁃
ral areas.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rural areas can leverage br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to manage relationships with
stakeholders and catalyze revitalization. Using Rongjiang County's "Village Super League" brand as a case, it demon⁃
strates that brand identity can drive rural development. By viewing rural areas as brand communities, the study exam⁃
ines how managers utilized "legitimacy" and "distinctiveness", based on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theory, to engage in⁃
ternal stakeholders and attract external resources, unlocking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This study identifies two stages of collective br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Firstly, in stage 1, rural communities
faced weakened emotional bonds and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Through legitimacy obtained via imitation of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brand identity, managers updated the brand's collective identity, embedding it into local consciousness
to foster re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 This engagement motivated residents to contribute to brand building, forming
the foundation for rur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support brand development. In stage 2,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
quired leveraging core competencies through resource exchange. Managers obtained legitimacy via generalization col⁃
lective-dimension of brand identity, and attracted high-quality resources and stakeholders. This expanded social iden⁃
tity, and enhanced the brand's societal influence and economic standing, driving comprehensively promotion of rural
vitalization.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is research include. Firstly, policymakers should identify unique cultural resources
and align them with legitimacy requirements.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cultural preservation, storytelling, and multi-
channel dissemination to enhance brand awareness. Secondly, balancing internal engagement with extern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is critical, both attracting external resources and building core competencies to facilitate the convers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se resources. Lastly, revitalization must center on reconstructing local identity. Cultural activities
can evoke shared memories and emotional connections, while innovative elements enhance a sense of belonging, at⁃
tracting and retaining talent and fostering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This study makes thre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Firstly, it extends br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ory to rural re⁃
vitalization,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endogenous drivers in resource mobilization. Secondly, it enriches optimal distinc⁃
tiveness theory by proposing a co-evolutionary framework of collective-dimension and social-dimension of brand iden⁃
tities. It also identifies three dimensions of collective and social identity, expanding brand identity management frame⁃
works. Finally, it extends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theory to identity construction contexts by demonstrating how distinc⁃
tiveness and legitimacy interact.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elation strategy; brand identity; identity construction;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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